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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人对“九龄风度”的接受

马东瑶

内容提要　作为接受研究的个案，论文探讨了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熟典的“九龄风度”的内涵

如何在宋人的解读、阐发与体认中逐渐确立并得到后世认同。通过考察《新唐书》对《旧唐书》

张九龄本传的改写，论文提出，宋人所描绘的文学政事皆有所称、外在儒雅而内蕴刚劲的“九

龄风度”，其实正体现了时人理想中的新型文士的风范。

关键词　九龄风度　《新唐书》　《旧唐书》　新型文士

经典的出现，总是与接受者的参与有着莫大关系，文学作品也好，文人典范也罢，大体如此。

宋代以后，在文人作品中作为熟典而常常出现的“九龄风度”一词，正体现着接受与典范化的问题。

张九龄，韶州曲江 （今广东韶关）人，被称为唐代玄宗朝最后一位贤相。《御览经史讲义》称 ：“唐

之贤臣，姚宋房杜。开元之际，九龄风度。建中克复，浑瑊马燧。……” 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群

英荟萃，而张九龄为何独能以“风度”称誉当朝与后世，以致成为开元的符号？所谓“九龄风度”，

到底所指何意？ 

事实上，“九龄风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有着颇具意味的演变过程，其中又以宋人与力最多，

可以说，正是在宋人的接受、阐发和体认中，其内涵才得以真正确立。本文以宋代欧阳修、宋祁所著《新

唐书》对后晋刘昫《旧唐书》的改写为考察中心，试图对这一接受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　从《旧唐书》到《新唐书》：“九龄风度”内涵的变化

有关张九龄“风度”的记载，最早出于《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后

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

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 。这一段记载夹杂在张九龄的仕途履历当中，似乎只是对其为

相时“风度”出众的一个补充性说明，其“风度”的内涵，也似着眼于其“体羸”而来的病态之美。

到了《新唐书》本传中，在叙述完九龄生平后，始有关于“风度”之记载：“九龄体弱，有酝藉。故事，

公卿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

九龄乎？’” 作者所添“酝藉”二字颇有意味。古人用到此词，多具宽容含蓄的褒扬之意，如《汉书·薛

广德传》：“广德为人温雅有蕴藉。” 又，清黄生《义府》“酝藉”条：“《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服

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酝谓醇，藉谓厚，言不露锋棱也。” 这就将《旧唐书》对张九龄“风度”

仅指外在仪容的含义改造成兼有内外之美：发于外者为仪容、气度、风采，涵于内者则是修为、学养、

①　《御览经史讲义》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723 册，第 53 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3096 页。

③　《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424 页。

④　《汉书》卷七一，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047 页。

⑤　黄生《义府》卷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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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这样，作者不仅以“风度”概括和评价了本传前半部分所载九龄诸事，其后特别载录的张九龄

上《千秋金鉴录》、安太子瑛、请诛安禄山等最能体现其品节之事，更可谓是对九龄“风度”的进一步

强调。围绕着对“九龄风度”的这一界定，在本传中，《新唐书》对《旧唐书》进行了多处取舍与改造。

首先，《新唐书》沿用了《旧唐书》对张九龄幼聪敏而善属文、恪尽谏臣之责、受知于张说而不徇私、

进《金镜录》（《新唐书》云《千秋金鉴录》）、劝斩安禄山等事的记载，初步树立起一个躬行直道的贤臣形象。

其次，《新唐书》增补了张九龄关于选士的大段议论，并详述了谏用牛仙客事与安太子瑛事。在《旧

唐书》中只字未提的张九龄关于选士的思考，《新唐书》则以大量篇幅加以载录。在这一问题上，张九

龄不仅对“方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的选才方式提出反思，认为这造成“贤人遗逸”，实为“明代之

阙政”；尤其强调用人当“第其高下”，如此，天下之士才会注重自身修为，不妄求干谒。张九龄指出，“古

之选士，惟取称职，是以士修素行而不为侥幸，奸伪自止，流品不杂”，今天下则“不正其本而设巧于

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对于当今选士不重

修身而为奸猾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深为不满。

德才并重本是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选士的基本标准，然自汉至唐，其间多历变动，儒学中衰，选

士之法亦多变，张九龄对修身的重视，正体现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以儒为本的文士不惟重才、尤重

德行之思想。事实上，张九龄谏用牛仙客也正是其选士思想的体现。《旧唐书》称：“李林甫自无学术，

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这段记载颇易引人误

解，似乎张九龄谏用牛仙客是出于他与李林甫政治斗争的私心，而牛氏成为这种争斗的牺牲品。《新唐

书》的记载则明显不同：“（李林甫）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尚书，古纳言，

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

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

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

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

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可以看出，李林甫引荐牛仙客、张九龄谏用牛仙客，确

实有着张、李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在其中 ，但张九龄的反对重用牛仙客，并非意气用事，他对尚

书一职“德望”的强调、对牛仙客“目不知书”的鄙夷，正体现着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张九龄，

所重者乃文才与修身，故对出身使典胥吏的李、牛之流不学无术、无才无品深表反感。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引录《新唐书》关于张九龄反对牛仙客为尚书事后说：“观九龄集中有《赠

泾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

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

亦才一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 指出张九龄在谏止尚书事后一年，曾为仙客

父作碑并誉之甚多，意在说明其与仙客并无私怨，纯粹只是为公家尽忠而已。不过，细察九龄所写碑文，

却也能读出一些言外之意。他对仙客的称赞，仍只限于其任职凉州时——九龄对仙客长于吏事本就

没有异议，而对其为相一年来的表现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九龄并没有改变他反对仙客担任尚书、

宰相等要职的态度。在《新唐书·牛仙客传》中，作者称其“为相谨身无它，与时沉浮，唯唯恭愿”；

并引高力士之语曰 ：“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对仙客无相才的批评，也正间接地体现出对九龄的

一种认可。苏轼更以九龄不用牛仙客事论及士大夫之“名节”，极力称誉九龄能“守正不回” 。

①　学界多认为这体现了文学与吏治的派别斗争，如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张九龄作牛公碑》，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42 页。

③　《新唐书》卷一三三《牛仙客传》，第 4554 页。

④　《苏轼文集》卷七《张九龄不用张守珪牛仙客》，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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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唐书》对张九龄卷入周子谅事的叙述与态度也颇不相同。《旧唐书》称：“初，九龄为相，

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

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一叙述对周子谅的得罪被杀语焉不详，但《旧唐书·牛仙客传》有所说明：

“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 ：‘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

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牛仙客是无所作为的庸才宰相，身为监察御史的周子谅称其“不才”而有所褒贬，本是出于职责和

正义，以此身死实为冤案，《旧唐书》却称其“辞穷”、“妄陈休咎”，似颇有贬斥之意 ；则张九龄的

“坐引非其人”似乎也是择人不善、咎由自取。而《新唐书》的记载体现出作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尝

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仙客，其语援谶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

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这一叙述有两点显著不

同于《旧唐书》。首先，将《旧唐书》分置于牛仙客和张九龄本传中的周子谅事合并于“张九龄传”

中，这就清晰地指出了周子谅之死源于对牛仙客的弹劾，说明这其实仍是张九龄、周子谅的文士派

与李林甫、牛仙客的胥吏派之间的政治斗争 ；其次，尽管张九龄、周子谅以一贬一死惨败于李、牛

之流，《新唐书》却以“直道”之语鲜明地表达了称扬之意。此后，宋人对这一事件中的周、张可

谓有着众口一词的称誉。范祖禹认为语援谶书的责任完全不在子谅，他从“求长生，悦 祥”而“陷

溺其心”的角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宗，认为“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张唐英强调子谅“能

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负其职”，杀子谅只能使此后之谏臣噤若寒蝉、不敢直言 ；郑獬更将杀子谅视

为开元治乱之分歧 。周子谅既为贤臣，“能知人”（张唐英语）却反受牵累的张九龄自然也是值得

同情的；尤其是，无罪遭贬却“不戚戚婴望”就更令人钦敬了。在这一事件的叙述中，《新唐书》的

最后不仅对张九龄的处贬谪之境而平淡自若、从容坦荡表示赞赏，更以“文史自娱”再次凸显了张

九龄的文士身份。

安太子瑛事是《新唐书》详述之而为《旧唐书》所缺者：“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

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

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与谏用牛仙客事的记载相同，《新唐书》再次用到“执不可”三

字，这既是张九龄耿直个性的表现，而安太子瑛事所体现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特色，较之谏用牛仙

客事更具为人广泛认同的正义性；九龄对宦官牛贵儿亦即对武惠妃之“叱”，则进一步凸显了其义正辞

严的刚劲形象。安太子瑛事后来成为体现“九龄风度”中士夫之志不可夺的政治风节的重要事迹，而

所不可晓者，《旧唐书》竟只字未提。清人沈德潜便认为：“武惠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乱之关，九龄、

林甫忠奸之分也，旧书不载，不及新书之识。”

《新唐书》在张九龄的性格气质上对《旧唐书》的增删修改进一步确立了“九龄风度”儒雅

醇厚而立朝謇谔的特色。《旧唐书》称 ：“（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这段

评价在《新唐书》中被完全删去，则九龄性格到底如何，是一个须加考察的问题。据《隋书》记载：“自

岭已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踑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

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

岭南民风，向来偏于亢直豪迈，张九龄自己亦认为“越井殊方，广江剽俗” ，因此在这种地域

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岭南人，具有悍直、狷忿、躁急一类的性格实不足为奇。吕温曾称赞张九龄“抗

①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687 册，第 648 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后附《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270 册，第 206 页。

③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887 页。

④　《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神道碑》，中华书局 1966 年版，第 47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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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而无所避，秉大节而不可夺，小必谏，大必诤。攀帝槛，历天阶，犯雷霆之威，不霁不止。

举为时害，动拂上欲，日与谗党抗行于交战之中” ，虽是品节的称扬，与性格的刚劲质直亦不

无关系。

《新唐书》则完全不提九龄的性“躁急”与易“忿詈”，与此相关的是有两处颇有意味的增补修订。

所增补的内容是：“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

所推引皆正人。”“谔谔”一词，意为“直言”，与“直道”类似，有着对张九龄敢于议论得失、褒贬朝

政的明确的赞扬之意，“所推引皆正人”，则是对张九龄实践其选士思想的肯定，同时也是再次肯定张

九龄、周子谅的“直道”。所修订的内容是，将《旧唐书》“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

心颇忌之”的“文行”改为“文雅”。仅一字之别，却颇值得回味。“文行”，为文章德行之意，“文雅”，

则指“艺文礼乐”，二者大体都包含了儒家所推崇的“作文”与“修身”的双重意蕴，但“雅”又常含“风

雅”、“美好”之意，更具一种文人雅士高洁澹泊的意味。于是，《新唐书》有意删去九龄性躁急的一段

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新唐书》的描绘中，岭南民风轻悍、质直、勇敢、尚信的特色体现在张九

龄身上，是躬行直道、直气鲠词、忠直刚劲，是儒家所推崇的“临大节而不可夺”；而另一方面，张九

龄又有着儒士的文采风华、翩翩雅意。“九龄风度”，正于此体现。

须指出的是，后人所认同的“九龄风度”尽管有赖于《新唐书》对《旧唐书》在本传中的大力完善，

但《旧唐书》奠定的基础也不可抹煞。除了前文提出的它在本传中塑造了张九龄躬行直道的贤臣形象

的雏形，《旧唐书》文末史臣赞语曰“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 ，亦可谓言简意赅地指

出了“九龄风度”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尽管《旧唐书》张九龄本传甚少记载文学之事，却在他人尤其

是一些文学之士的列传中旁证互见，使张九龄作为文坛领袖的一面和“九龄风度”中文人雅意的特质

得以清晰起来。如：

（张）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干，常游其门。（《旧唐

书》卷一○二）

（张）说曰：……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旧唐书》卷一九○上）

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

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旧唐书》卷九二）

（李泌）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旧唐书》

卷一三○ )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

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卷一九○下 )

从上可知，张九龄的受知于张说，首先在于他是“词学之士”，这既体现出二张所形成的文士集团在政

治派别上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二张在文坛上的活动。张九龄的游于张说之门，以及被称为“一代辞宗”，

揭示出他继张说而成为文坛领袖的事实，而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又得以吸引众多才俊之士游于其门、

迭相唱和，从而影响到文坛发展的走向。相比《旧唐书》，《新唐书》在张九龄文学活动上的记载却相

当简略，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上，这并非说明《新唐书》作者轻视张九龄的文人特质，而其实与

他们对《旧唐书》本传的改造具有一以贯之的宗旨。

二　改写策略的背后：欧阳修、宋祁对新型文士的期待

历史，在常人看来自然都是客观的“事实”，但实际上，被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恐怕找不

①　《全唐文》卷六二九《张荆州画赞并序》，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6350 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第 3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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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具有意图的叙述” 。历史叙述早已将历史事实剪裁过了，所以它并非事实，“而是告诉我们对

这些事实应当向哪个方向去思考，并在我们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感情价值” 。也因此，相同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由于叙述者的不同，可能呈现出大不相同的面貌。由于新、旧《唐书》并存于世，研究

者便常常二书并用，按其所需进行摘取，却并未注意到《新唐书》与《旧唐书》其实差异颇大 ；而

这种差异极有深意。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由宰相刘昫领衔撰写，而五代在宋人看来，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的

时期，不足以担当写史之重任。欧阳修起草、曾公亮所呈《新唐书·进表》便认为：“（五代）衰世之士，

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

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 宋人要重修唐史，其意也正在于“垂

劝戒示久远”，表现他们不同于五代的历史观与道德观。

《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主笔，另有梅尧臣、宋敏求、张方平、范镇等知名于文学和文化史上

的庆历士人共同参与编修，历时十七载完成。欧阳修、宋祁，都是以文学知名于世者，然而在宋代

“以文治国”的政策下，文人已非单纯的舞文弄墨之士，而须身兼治国之任，士风问题正是因此受到

特别的关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导致士风凋敝、论卑气弱，宋人有感于此，力图重振士风。

范仲淹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以振作士人品格 ；而庆历诗文革

新的领袖欧阳修，正是范仲淹的同道，他在文学改革中要首先致力于塑造新型文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欧阳修不仅主持修撰《新唐书》，此前更独力撰写了《新五代史》，其中对于不少历史人物的褒贬都

鲜明地体现着他重塑士风的思考与追求。如对“事四朝，相六帝”的五代丞相冯道的贬斥便可称典型。

宋初薛居正领衔撰写的《旧五代史》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 ；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

本颇符事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则直斥冯道为“无廉耻者” ，其意正在以励“被服儒者”之士节。

同样，《新唐书》对张九龄的叙述颇异于《旧唐书》，亦体现着欧阳修、宋祁这批庆历士人力图振作

士风的目的。

《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主笔，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物的褒贬与欧阳修无关。宋祁年岁稍长于欧

阳修，声望却不及后者，无论作文还是撰史，欧阳修都体现出领袖与主导的地位，宋祁则与其保持着一致。

由于欧阳修后期才进入书局，而宋祁长期外任，两人并没有机会就书的编撰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但他

们在写史的诸多问题上却不谋而合，或者说，在共同的庆历文化背景下体现出相当一致的历史观、道

德观及文学观，如暴恶扬善，劝戒久远；尊奉《春秋》，推崇韩愈；力排佛老，以明王道 。四库馆臣称：“欧

主褒贬，宋主文章。” 意谓二人在《新唐书》的撰写上各有特点，各不相能，但在我看来，“褒贬”与“文

章”其实始终是二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或正可用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在治

史写人上的共同特色：“用意特深而语简。” 欧阳修是著名的诗文革新的领袖，而宋祁正是其积极的

①　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孙歌译，见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 11 辑，吉林人

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②　H• 怀特《叙述的热门话题》，转引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 页。

③　《新唐书》卷首。

④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666 页。

⑤　《新五代史》卷五四，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11 页。

⑥　谢保成《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 年第 4期，第 178—183 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唐书纠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410 页。

⑧　《欧阳修全集》卷七二《论尹师鲁墓志》，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0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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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者。二人皆反骈尊古 ，语尚简严，体现着尊崇韩柳之文的古文家的写史特色。《新唐书·张九龄传》

大段载录张九龄《上封事书》关于选士的议论，既与欧、宋对新士风的思考有关，亦当与他们赞赏九

龄之文的明快通达不无关系。而在欧、宋写史的简语之中，又常常暗含褒贬深意。欧阳修善用《春秋》

笔法乃众所周知的特点，如赵翼《廿二史劄记》便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

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宋祁的写作当中。《新唐书》成，

朝廷要求欧阳修“删为一体”，欧阳修却对宋祁所撰列传“一无所易” ，这恐怕并不仅仅如欧阳发《先

公事迹》所称是尊重宋祁为前辈，而当与列传同样具有“语简”而“用意特深”之特色有关。

“九龄风度”正是欧、宋增删改写《旧唐书》、又常暗寓褒贬而清晰起来的。不难看出，《新唐书》

除了从九龄文集、《明皇实录》、《国史》等增补了部分内容外，很多时候在基本史实上与《旧唐书》是

一致的，只是褒贬态度则大有不同：这种态度有时直接体现在语辞评价上，有时则通过行文的变化、

笔墨的轻重、内容的调配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例如《新唐书》对李林甫的态度便可称是暗藏着对张

九龄褒扬之意的“春秋书法”。《新唐书》在史著撰写中首列“奸臣传”，表现出一种鲜明的道德批判，

李林甫即名列其中。《旧唐书》本传对李林甫的诸多劣迹虽也直笔书来，但最后述其为杨国忠所诬构，

仍然指出“天下以为冤” 。《新唐书》则只列恶行，全盘批判，对李林甫的贬斥一目了然。这种简单

化、脸谱化的写史方式，从尊重客观事实的层面来说可谓是一种倒退，不要说不及将人物写得相当立体、

丰满的《史记》，就连《旧唐书》也有所不如，然而，这正强烈地体现着宋人要通过写史来“劝戒久远”

的目的。李林甫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政敌，前期为张九龄，后期为杨国忠。杨国忠与李林甫一样被视

作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新唐书》将之列入“外戚传”，对其也并无好感 ；而李林甫所处

心积虑对付的张九龄，正是忠、奸斗争中的另一面，《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入“奸臣传”，本身便暗含

着对张九龄的褒扬。

欧、宋看似不重张九龄的文学之事，其实同样暗寓深意。据《宋史·欧阳修传》：“学者求见，所

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欧阳修与张九龄同样身为一代文宗，

他却似乎有意淡化文学的价值，目的其实并非自轻文人身份，而是反对文人仅以文章之事自任。正如

欧阳修在给后学的信中所说：“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

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欧阳修批评后学只知沉浸于

文辞之美的弊病，提出文士当关心百事，由此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所以，欧、宋并

非不看重张九龄的文人身份，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要改写《旧唐书》、重塑“九龄风度”的基石——张

九龄是作为一个文章政事皆有所称的文人典范、同时也正是欧阳修所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的典范而出

①　宋祁称自己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宋景文

笔记》），这与欧阳修撰《唐书》“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做法一致，正体现了他

们反骈尊古的相同的文学观念。又，宋祁不载诏、疏，而全文载录韩愈《平淮西碑》、柳宗元《贞符》，与欧阳修一样，

推尊韩、柳之意鲜明可见。

②　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一，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60 页。

③　《欧阳修全集》附录《先公事迹》，第 2629 页。

④　《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第 3241 页。

⑤　新、旧《唐书》皆于《外戚传 •序》中指出，外戚之盛，缘于内宠，而非功业，鲜有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

因此立《外戚传》“以存鉴诫”。在新、旧《唐书》中，长孙无忌等以勋贤任职者皆不入《外戚传》，而杨国忠则由《旧唐书》

的大臣列传被转入《新唐书》的《外戚传》，这本身即已体现作者的态度。

⑥　《宋史》卷三一九，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381 页。

⑦　《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第 664 页。

⑧　马东瑶《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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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欧、宋笔下的。而《新唐书》所浓墨表现的张九龄对选士的重视、对使典胥吏的不齿，以及他的

儒雅醇厚、立朝謇谔、处穷自若、文史自娱，无不体现着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注重名节修为而以文士

身份自重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最为推崇的风范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所增补的张九龄献《赐白羽扇赋》事正透出作者浓厚的文人趣味：“九

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

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

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在新、旧《唐书》的叙述中，张九龄的罢相都与谏用牛仙客、终为李

林甫所谗有着直接关系，所不同的是，《旧唐书》丝毫不提白羽扇之事，《新唐书》则叙述颇详。张九

龄以《白羽扇赋》表达了为君效命、杀身不悔的决心和纵然被弃也绝不背君的忠贞。其中用到班婕妤

秋扇见捐之意，或许还隐含了陈皇后的长门献赋之情，在这以男女之情隐喻君臣关系的文学传统背后，

正体现着张九龄的文人士大夫的特色；而在《新唐书》的诗意叙述中，不难看出同样身为文人士大夫的欧、

宋的情感倾向和同情的理解。最后，“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一句，则又将文学的诗意引向政治的深

意。张九龄的献赋没能感动玄宗，于是，九龄罢相，清政结束，政治自此转向。这一叙述当中，同样

暗含着作者的褒贬态度。后来刘克庄则爱憎鲜明地说：“二相去留际，中原治乱分。异时马上泪，遥洒

曲江坟。”  

北宋叶梦得认为《新唐书》所记白羽扇赋事出自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新唐书》即使借鉴了《杂录》，张九龄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杂录》称九龄因为明皇秋阳赐扇而

“惶恐，因作赋以献”，这与《新唐书》记载的多次直言忤旨的九龄形象显然是矛盾的，《新唐书》便弃

之不录，着力表现的是九龄守正不回的一片忠心。而叶梦得对于张九龄的称誉，较之《新唐书》可谓

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引《曲江集·白羽扇赋》序为证，指出赐扇是在开元二十四年盛夏而非秋阳，且

并非针对九龄一人，而是包括林甫在内的所有宰臣，故九龄之献赋并非“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 容”，

而是以赋致意，体现的仍是其“君子大节进退” 。这种热情的褒扬，正表明随着《新唐书》的流播，

张九龄已逐步确立其新型文士的典范地位。

三　典范的确立：宋人对“九龄风度”的集体性接受

张九龄以外在儒雅、内蕴刚劲的“九龄风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楷模，这一形象的形成，既

是以真实的张九龄为蓝本，无疑又与接受者的选择密切相关。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张九

龄是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贤相而为人所追慕，但他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引起众人过多的关注，有时甚

至不乏微辞。如中唐刘禹锡有《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对张九龄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愤愤不平，认为

其“忮心失恕”，而终致无后 。刘禹锡的批评，与他自身被贬岭南的经历有关，尽管他也提到张九龄

有“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之美，但对张的怨愤之气更是溢于言表。其后，杜甫有《八哀诗》，

叹怀他所推崇的八位唐贤，最后一位即张九龄。这首四十八句的五言诗，结构相当整饬，仇兆鳌把它

分为四段，前八句“称其品格不凡”，最后八句“叙其家居存殁，而终之以哀吊”，中间三十二句分成

两部分，各以十六句分叙其“仕进履历”和“诗才文学” 。与《八哀诗》咏王思礼、李光弼等多叙

政治功业不同，杜甫对张九龄文才与政事的并重，正奠定了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九龄风度”

的基本内涵。

①　刘克庄《杂咏一百首 •李林甫》，《全宋诗》卷三○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341 页。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26 页。

③　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63 页。

④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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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在振作士风的时代氛围之中，“九龄风度”获得充分阐发。欧阳修、宋祁通过对《旧唐书》

的改写，在《新唐书》中确立了“九龄风度”的内涵，从此得到广泛认同。而张九龄曾遭受过的非议，

也得到宋人的全力维护而一一为之辩解、修正。如刘禹锡称张九龄“忮心失恕”而导致无后，宋人便

多有质疑和反驳。赵明诚从考辨的角度论证九龄并非无后 ，晁补之则从更主观的道德批判的角度直接

称刘禹锡之说为“小人诋君子” 。

“小人”与“君子”这一对出自于孔子《论语》当中带有强烈的儒家道德评判的指称，恰恰也指

出了宋人所接受的“九龄风度”的一个核心意思：以儒为本。唐代是儒学中衰的时代，三教并行，士

人往往更热衷的是佛教与道教，在中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以前，张九龄以一个复

古的儒者形象出现，可谓是儒学复兴的先行者了。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明皇于勤

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

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 在唐代讲究“书、判、身、言”的选官制度下，时论所美可能更多的是

张九龄的善论辩，正如《开元天宝遗事·走丸之辩》所记载的：“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

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 这“俊辩”正是唐人眼中“风度”的体现；但在致力于

儒学中兴的宋代，九龄的擅长“经旨及时务”更为他们所关注，九龄又素来以文名世，且其文中一再

强调“君子”之贞、节、义、德，——这正提供了一个欧阳修们所推崇的能够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

体现儒家之“道”的新型文士的雏形。

玄宗当年也曾为张九龄既是“儒学之士”、又有“王佐之才”而兴奋不已（《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

然而他对李林甫、牛仙客的重用，使以儒为本的文士最终在与法家和胥吏的斗争中败北。李林甫以法

家思想为理论依据，联合胥吏出身的牛仙客，力图推行以法治国，以取代儒家的“人治” ，以今天的

眼光看来，其实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在重儒轻法的宋人眼中，却是极令他们反感的。据南宋王栐《燕

翼贻谋录》：“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瑝、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

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

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

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瑝、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 在

这件轰动一时的“杨万顷谋杀案”的裁定中，张九龄以儒家忠孝之说，认为应宽免为父报仇而杀人的

两个少年，李林甫则认为，法律应直接定罪量刑，不当用人情来解释；最后玄宗支持了李林甫，称“杀

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 而将二子付有司杖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这场斗争实际上体现了儒家和法

家的冲突，是秉持不同治国理念者之间的交锋，但在王栐看来，却是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君子”与“小人”

的斗争；而他作为对照所举本朝的例子，不仅贬斥支持了李林甫的唐玄宗非为“圣时明君”，同时正说

明宋代早已重回儒家“人治”的轨道。而李林甫的奸邪小人、张九龄的儒家君子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

两宋之际的张纲便明确表示 ：“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吏，则

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

正是在“以儒为本的文士”这一基本形象之上，宋人强调和放大了他们眼中的九龄之贤，修订甚

①　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卷二八《唐张九龄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6 页。

②　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四八《唐旧书杂论》，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13 页。

③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一《七宝山座》，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3 页。

④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走丸之辩》，第 56 页。

⑤　参赵剑敏《唐代一场被历史湮没的法制运动——李林甫执政性质新探》，《学术月刊》2004 年第 2期。

⑥　王栐《燕翼 谋录》卷四，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2 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6811 页。

⑧　张纲《华阳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1 册，第 1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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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改写了他们所认为的“瑕疵”，从而树立了以“九龄风度”为核心要义的一类新型文士的典范。“风度”

一词，常被用来形容特重气度、仪容的魏晋时人，如宋周必大称“晋人风度不凡”，明方孝孺称“晋宋

间人以风度相高” ，而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人的种种言谈举止，由个性、情感、才

藻构成了魏晋时期最被推崇的风度气质，这种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才情外露、潇洒飘逸、狂傲不羁的深

刻印象。入唐以后，新时代下的“盛唐气象”取而代之，然唐人对魏晋风度仍有不少追慕效仿，体现

之一便是并不以露才扬己和恃才傲物为耻 。如史载王勃“倚才陵籍”，杨炯“恃才凭傲”，杜审言“恃

高才，傲世见疾”，陈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王翰“恃才不羁”，杜甫“性褊躁傲诞” 。这也就

能理解《旧唐书》对张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的记载。或许在《旧唐书》作者看来，这并非是

对张九龄的贬斥之语，只不过是当时才子的普遍习气而已；就张九龄自身而言，这种性格虽是地域习

性的体现，然而他对自己的出身一向是有些自卑的，若非并不受中原时风的排斥，想来他当有所克制

和改变。但是在宋代，这种风气却是不受欢迎的。宋人转向内敛，讲求克制、含蓄、中正和平，不喜

露才扬己、放达不羁。庆历时期，梅尧臣等七人曾聚会，互冠以“某老”之名，并称呼缺席的欧阳修

为“逸老”，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以孔孟、《诗》《易》等儒家思想解释七老之名，并表示不愿他人

以“轻逸”视己而坚持改为“达老” 。又，欧阳修曾为同样出身韶州曲江并参与《新唐书》编撰的好

友余靖撰写神道碑，称其“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 。《论语·乡党》曰：“孔子于乡党，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所谓“恂恂”，指恭顺之貌。欧阳修对余靖性情气质的描绘，正如《新唐书》

对张九龄的刻画，是宋人所赞许的内蕴刚劲而外在儒雅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如此，我们便可理解《新

唐书》为何将九龄“躁急”、“忿詈”之类的描写一笔抹去。正是在改写的基础上，宋人完成了砥砺名节、

守正不回、处穷自若、儒雅醇厚的“九龄风度”的刻画，从而树立了他们理想中的新型文士之典范。

据欧、宋的行状、墓志铭等，“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行状》）的欧阳修，性格也如

张九龄一样“刚正质直”（吴充《行状》），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神宗实录本传》）；又“见

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常以平心为难，故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

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后虽阴被谗逐，公以

道自处，怡怡如也”（韩琦《墓志铭》） 。其立身处世的刚正不阿与宦途贬逐中的泰然自若，与宋祁

的“言事謇謇，无所回避”、“炳焉彬彬，昌焉谔谔”（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都与“九龄风度”

的内涵颇为吻合。欧、宋是以自身践履和宋人赞赏的个性气质“塑造”了九龄，还是服膺于九龄而使

自己亦颇具其“风度”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新唐书》成书二十四年后，元丰七年（1084），宋代另一部煌煌史著《资治通鉴》由司马光等完成。

司马光深受庆历学风和士风影响，他对张九龄事迹的编撰以及褒贬的态度也正与欧、宋一脉相承。《资

治通鉴》曰：“二十八年春……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

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 其中全不提笏囊、风姿之事，所谓“爱重其人”之语，正

说明在作者看来“风度”着重体现的是其内蕴。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可谓是一篇以长

诗写就的九龄传记，从其孤起荒陬，到推挽正人，识禄山仙客，破房帷阴谋，上千秋金鉴，赋扇陈情，

①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宋周必大论书》、《明方孝孺论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19 册，第 232、243 页。

②　林继中《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人文杂志》1995 年第 2期。

③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卷二，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3、40、67、109、142、396 页。

④　《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第 2444 页。

⑤　《欧阳修全集》卷二三《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第 366 页。

⑥　《神宗实录本传》、吴充《行状》、韩琦《墓志铭》，《欧阳修全集》附录，第 2656、2690、2699 页。

⑦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119 页。

⑧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第 6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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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道忘怀，历数九龄一生“忠谠”之行迹与“赡蔚”之文词，最后落实到本诗所咏之“曲江画像”，称

其“风度严凝见颜色”，较之王偁《谒张文献公祠》着重赞赏相业之功的“九龄风度”，做了更为精当

而详尽的描述 。同样位至宰辅、功业彪炳而诗文“雄深雅健”（《四库提要》语）的李纲，对于“九

龄风度”自是最有深契其心的“同情之理解”。

“九龄风度”正是在宋人的接受中成为一个赞誉文章政事两相能者的熟典。王之道《追和贾明叔侯

陟明二侍郎瑞香二首》其二曰：“深院重帘数尺墙，对花何必竟烧香。九龄风度高难挹，举世纷纷漫笏

囊。” 作者称“九龄风度”自有其深意蕴藉之处，而并非体现在身佩笏囊一类的表面工夫，可谓与欧阳、

司马等史家遥相呼应；“九龄风度”之内涵也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作家创作时用来称扬他人的、其意不言

自明的喻体。如彭汝砺《和执中寄师厚同年》其二“啸吟久不过诸葛，丰度今谁似九龄”，以“九龄风度”

赞誉宰辅陈执中；王洋《贺张参启》称美所贺者“靖以有容，刚而不犯。九龄风度，表在缙绅” ；陆游

以“诗骚湘水客，风度曲江公”为王成之作挽辞 ；楼钥亦以“九龄风度”赞扬南宋身登二府的著名文

人范成大，又在《尚书张公挽词》中以“文靖饶风度，高皇记曲江”褒扬这位张尚书，至于其《次韵

章枢密赋吴彩鸾玉篇》以“九龄美风度”赞赏章枢密之书法，则是因书见人，还是将章枢密与九龄进

行类比而称扬之 。另如“九龄风度照峿台”（释德洪《代夏均甫宴人致语一首》）、“岩廊风度待张龄”（项

安世《又代作》其二）、“曲江风度乃不名”（敖陶孙《次韵张长公宠赐初度致祷之语》） ，此类表述不

胜枚举。“九龄风度”已经成为熟典，这在宋人对同样身为开元贤相的宋璟、房琯和本朝宰相李沆之“风

度”的对照性接受中，可更清晰地体现出来。《白孔六帖》云“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 ，《新唐书》

则称“房琯风度沉整” ，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总结出“宋璟风度”、“房琯风度”，是因为这种内涵单一、

浅显的评价在各类史书笔记中并不鲜见，并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又，据《宋史·李沆传》：“（沆）

尝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 同样是皇帝评价宰相，不过宋人对本朝

君臣也并不买账，李沆虽为宋初名相，却并无多少可资流传的功勋伟绩，其“端凝”之风度，也不过

是外在的风采气度而已，自是远远不及“九龄风度”之内涵丰赡、引人回想。

元明清人对张九龄的接受与宋人可谓一脉相承。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张九龄曲江集》

的介绍中说：“九龄风度酝籍，幼善属文。元宗朝知制诰，雅为帝知，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及贬荆州，

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 完全取自《新唐书》。明邱濬《寄题曲江张丞相祠堂十首》承继李纲之评，

以“风度严凝”称许九龄，其诗最后曰“文章功业两皆传” ，与宋人描述的“九龄风度”并无二致。

清张际亮有《谒先文献公祠》：“曲江风度想平生，早信渔阳祸已成。名与宋姚参一代，诗先李杜得中声。

秋风羽扇孤忠感，夜雨淋铃远幸情。祠祭已伤元老意，九原应恋翠华行。” 诗歌以“风度”冠于首句，

①　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全宋诗》卷一五五四，第 17648 页；王偁《谒张文献公祠》，《全宋诗》

卷二六五一，第 31067 页。

②　王之道《相山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2 册，第 622 页。

③　王洋《东牟集》卷一一《贺张参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2 册，第 479 页。

④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六《王成之给事挽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38 页。

⑤　楼钥《攻媿集》卷三八《范成大赠五官》，四部丛刊本，第 14 页。其诗分见《全宋诗》卷二五四六，第 29498

页；卷二五四○，第 29400 页。

⑥　分见《全宋诗》卷一三三九，第 15267 页；卷二三八○，第 27432 页；卷二七一○，第 31882 页。

⑦　《白孔六帖》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91 册，第 431 页。

⑧　《新唐书》卷一三九《房琯传》，第 4625 页。

⑨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第 9538 页。

⑩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一，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845 页。

　邱濬《琼台会稿诗文集》，雁峰书院藏版，光绪五年刻本，第 31 页。

　《张亨甫全集》卷一九，转引自《张九龄研究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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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写到九龄的政治远见、一代相业、诗坛贡献与孤忠之气，所体现的是一个文才卓越、兼济天下而

又遭谗被逐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这类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带些悲剧色彩的人物正是最令文人

钦敬叹惋的，诗歌由此对《新唐书》、《资治通鉴》所叙述的开元贤相、一代辞宗的“风度”作了诗意

的描绘。

随着门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自宋以后，以寒士庶族为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成

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九龄风度”获得了宋人特别的关注。张九龄出身

于久为“蛮荒”之地的岭海，尽管位极人臣，却始终有着消弭不去的孤独感和自卑感，这在门阀制度

的影响尚未消除的开元时期来说，自不足为怪，而张九龄所不能料到的是，他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出

自岭南的第一位名臣贤相，更重要的是，其出身寒微、科举入仕以及“九龄风度”，使他颇具象征性地

成为此后文人士大夫的典范。门阀制度随着唐帝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宋代以对科举取士的大力推行

而使庶族寒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这是预示着寒族的崛起的张九龄成为典范的客观因素 ；而

其主观因素在于，他的文章政事咸有所称、蕴藉文雅的“九龄风度”，正体现着在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背

景下对于文士的要求，从而为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所称赏。在宋人的接受中，“九龄风度”逐渐内化为

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底色，从此烛照后世，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马东瑶，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苏门六君子研究》等。

①　此前科举入仕的张说的为相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不过，张说虽属不入“百家”之数的“近代新门”（孔至《百

家类例》），然“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旧唐书》），为世居北方中土之人；而出身于“岭海孤贱”

（《资治通鉴》）的张九龄，由于两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而更具象征意义。

“有事”不可能是指“春社”

《文学遗产》2008 年第 5 期严寅春《“有事”为何事》，提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将有事于西畴”的“‘有事’即

为春社”。我们认为此说不妥，还是理解为“耕种之事”为宜。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可知“社”在“里”

中，古籍中“里社”连称，如《后汉书 •郦炎传》：“陈平敖里社。”“汉时，里普遍立社……即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宁

可《汉代的社》，《文史》第九辑，第 8—12 页）《通典》卷四五：“其初盖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

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凡 “社”必有“大树”。《世说新语 •方正》：“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又《排调》：“谢

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由上可知两汉魏晋
4 4 4 4 4 4 4 4

“里
4

”、“社
4

”不分
4 4

，凡
4

“社
4

”必有高大
4 4 4 4

“社树
4 4

”。   

“将有事于西畴”中，“有事”之处为“西畴”，《说文 •田部》：“畴，耕治之田。”“春社”应该不会在“耕治之田”里进行，“耕

治之田”也不会栽种巨大的“社树”。从“命巾车”、“棹孤舟”、既“寻壑”又“经丘”来看，陶渊明家到“西畴”有一

段不少于五华里的距离。所以
4 4

，“有事于西畴
4 4 4 4 4

”的
4

“有事
4 4

”不可能是本村之内的
4 4 4 4 4 4 4 4 4

、在巨大社树底下进行的
4 4 4 4 4 4 4 4 4 4

“春社
4 4

”。

（张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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